
  

基于生态风险评价的昆明市多层次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可凯勒    彭建松    苗    雪    杨嘉绮    符    盟

（西南林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云南 昆明 650233）

摘要：利用 2000 年、2010 年和 2020 年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LUCC）得出生态风险评价，运用

MSPA 模型与连通性重要指数（dPC）选取生态源地，选取 7 个阻力因子，通过 MCR 模型构建一般

生态廊道与自然保护区生态廊道。结果表明：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差异显著，2000—2020 年，中低风

险区面积增加 3 329.44 km2，面积占比从 32.89% 增至 56.30%，低生态风险区呈持续减少，中、中

高、高生态风险均呈先减后增趋势。通过 dPC 选取出 23 个一般生态源地，18 个自然保护区生态源

地，通过 MCR 模型构建 52 条一般生态廊道、33 条自然保护区生态廊道。景观生态廊道集中于研究

区的西南部、中部和北部，而东南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城市发展造成廊道缺失，形成“一带二廊四

区”的生态格局，研究结果反映了昆明市近 20 a 生态风险演变。通过构建自然保护区与市域生态网

络，可为昆明市生态控制区的划定、调整及生态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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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Multi-level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in Kunming
Based on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Ke Kaile, Peng Jiansong, Miao Xue, Yang Jiaqi, Fu Meng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Horticulture,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233,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utilized data on land use and coverage changes in the years 2000, 2010, and 2020 to per-
form an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The analysis involve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SPA model and the significant
connectivity  index(dPC)  to  pinpoint  ecological  origins.  Seven  resistance  factors  were  selected,  and  through  the
MCR model, both overall ecological corridors and those specifically within natural reserves were deline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during 2000 to 2020, there was a notable shift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risks. The
middle-low  risk  regions  expanded  by  3 329.44  km2  during  this  period,  leading  to  their  proportion  rising  from
32.89% to 56.30%. In contrast, the low-risk areas saw a consistent decrease, while the medium, medium-high and
high-risk zones displayed a trend of decreasing at first and then increasing. The dPC selected 23 general ecologic-
al sources and 18 nature reserves, while the MCR model constructed 52 general ecological corridors and 33 ecolo-
gical corridors within nature reserves. The landscape ecological corridor is predominantly situated in the southw-
est, central,  and northern regions of  the study area,  with the southeast  corridor  being absent  due to  unique geo-
graphical factors and urban development. This configuration results in an ecological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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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t,  two corridors,  and four  areas."  These  findings  illustrate  the  ecological  risk  evolution  in  Kunming over  the
past 2 decades.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ure reserves and an urban ecological network can serve as a foundation
for delineating, adjusting, and enhancing the ecological control area in Kunming.

Key words: land use；ecological security；risk assessment；nature reserve；landscape pattern

景观格局演变是土地利用 /土地覆盖变化

（LUCC）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它是自然、社会

经济和其他因素的结合，并显示出土地利用变化

和活跃程度之间的密切联系。人类社会的快速发

展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反过来

又影响了自然景观的功能和结构，对整个地区的

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景观格局在生态

质量评价和生态环境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

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风险评估方面 [3]，研究

对象包括城市土地、流域和岛屿 [4]，研究方法包

括生态模型、数值模型等 [5]，评估过程划分为危

害评估、暴露评估、受体分析和风险表征[6−8]。生

态风险评估与生态网络建设有着密切关联，生态

风险评估可以分析区域生态安全现状，为景观生

态网络的改善提供依据，而景观生态网络的构建

需要通过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积极干预来实现，以

减轻生态风险，最终为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做出

贡献。早期生态廊道用于自然资源保护、野生动

物栖息地保护、河流流域保护等方面构成的绿色

廊道[9]，现在还运用于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保护[10]。

通过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识别生态

源地能够精准识别不同斑块在景观基质中所起到

的作用[11]。

近年来，最小阻力模型（MCR）构建阻力面

来识别和防控面源污染成为热门方向[12]。杨学龙

等[13] 以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

为基础，构建南昌市“源−廊−点”生态网络；苗

雪等[14] 基于景观格局建立石林县的生态风险评价

体系；Wang等 [15] 基于景观动机、景观阻力和成

本距离模型，构建了非点源污染的“源”与“汇”

模式识别。当前研究集中于构建景观格局方法以

及针对不同景观格局尺度的时空演变分析，缺乏

景观格局的进一步运用。随着城市扩张，生物多

样性更易受到冲击，深入分析城市的生态风险、

构建生态安全保护是改善当地生态、保护生物多

样性的必要措施[16−17]。昆明市作为云南省地理区

位及经济发展的核心，2000—2020年经济迅速发

展、城市扩张，又因其地形多样、山湖相邻的地

理环境，生态保护及修复工程量大且复杂，为构

建系统性、综合性的景观格局，本研究结合市域

及自然保护区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提高生态系统

的健康度，为研究区域的生态保护、修复及管理

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昆明市地处云贵高原中部，位于东经 102°10′～
103°40′，北纬 24°23′～26°22′，南北长 237.50 km，

东西宽 152 km，总面积 21 012.54 km2。昆明市下

辖 7个市辖区、3个县、3个自治县及 1个县级

市[18]。昆明市有滇池、阳宗海等高原淡水湖泊及

宝象河、盘龙江等众多大小河流[18]。昆明市中部

地势平坦，以堆积地貌为主，西部地形高差大，

斜坡陡峭，大部分地区海拔在 1 500～2 800 m[19]。

昆明市现有自然保护区 6个，保护区林地类型复

杂多样，垂直分异明显，生态平衡良好，生物丰

富多样[20]。 

2    材料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包括 2000年、2010年及 2020年土

地利用数据、昆明市高程数据、 30 m分辨率

Landsat 8遥感影像图、路网矢量数据、河流矢量

数据以及昆明市自然保护区矢量数据。

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与

数据中心数据平台（http://www.resdc.cn）。在土

地利用类型提取过程中，结合研究区情况，将昆

明市土地利用类型分为耕地、林地、灌木地、草

地、水体、湿地、建设用地 7种。Landsat−8卫星

影像图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www.gscloud.
cn），成像时间在 2020年 5月，影像云量低于

10%。高程、坡度、河流数据基于中国科学院地

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30 m分辨

率 DEM计算而成；道路数据来源于全国地理信

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http://www.webmap.cn）；

昆明市自然保护区矢量数据来源于地理检测平台

（http://www.dsac.cn）。 

2.2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构建

通过 ArcGIS构建相同范围的网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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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学者的研究，格网宜采用平均斑块面积的

2～5倍[21]，本研究的风险评价单元定为 1 km × 1
km的生态风险小区，共有 26 718个，提取风险小

区中心点的数据作为每个风险单元的景观生态风

险数据，通过  Fragatats 4.2 软件计算景观破碎度

指数、景观优势度指数、景观分离度指数、从而

推算出景观干扰度与损失度指数（表 1）；景

观脆弱度指数通过借鉴他人研究成果[22−24]，经过

归一化处理得出，最终计算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ERI）。
 
 

表 1    生态风险数据计算方法

Table 1    Ecological risk data calculation method

指数 符号 景观生态学含义 计算方法 备注

景观分离度指数 Fi   　该值的范围(0, 1)，量化各个景观斑块

在空间上的离散程度 Fi =
A

2Ai

√
ni

A
 

　ni为i类景观的斑块数；Ai为i景观的总面

积；A为景观总面积

景观优势度指数 DOI 　表示斑块对景观格局形成和变化影响的

大小，其值越大，该景观类型越占优势，

斑块在景观格局中的支配程度越重要

DOI = d · ni

A
+ e · Ai

A  
　d、e分别为景观相对密度和景观相对面

积的权重，分别为0.6、0.4

景观破碎度指数 Ci 　量化研究区在遭受外部干扰后，内部景

观的破碎程度
Ci =

ni

Ai
 

ni为i景观的斑块数量；Ai是i景观的面积

景观干扰度指数 Ei 量化人类活动对景观格局的干扰程度 Ei = aCi +bFi + cDOI  　a、b、c为相应各景观指数的权重，本

研究中分别为0.5、0.3和0.2

景观脆弱度指数 Vi 　可以反映在各个景观类型受外部环境变

化影响时的敏感程度，指数越大，区域生

态风险值越高

专家评分归一化获得

景观损失度指数 Ri 　指某一区域在受到人为或自然因素干扰

时，区域内不同景观类型所代表的生态系

统自然属性的损失程度

Ri = Ei ·Vi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ERI 　表示不同景观类型受到干扰时的生态损

失大小 ERI =
n∑

i=1

Aki

Ak
Ri  

　ERI为i景观生态风险指数；n  为景观类

型的数量；Aki为研究区第k个风险小区内

景观类型i的面积；Ak为研究区第k个风险

小区的总面积
 

通过地统计分析得到昆明市各评价单元的

ERI指数。将 ERI值赋值到风险评价单元的中心

点，通过克里金插值得出研究区的 ERI空间分布

图。采用自然断点法将景观生态风险分为 5个等

级，分别为低风险区（ERI≤0.065）、中低风险区

（ 0.065<ERI≤0.130）、 中 风 险 区 （ 0.130<ERI≤
0.195）、中高风险区（0.195<ERI≤0.260）、以及

高风险区（ERI>0.260）[25−26]。 

2.3    景观格局构建

在本研究使用 2020年昆明市景观生态风险的

结果作为构建生态网络的基础数据，通过 ENVI 5.3
构建 MSPA模型识别研究区域的生态源地，将林

地、草地、灌木地、湿地及水体作为一级类，耕

地及建设用地分为二级类。基于 Conefor  2.6对

MSPA提取核心区，利用面积排序，市域选取

dPC大于 1的斑块作为生态源地，自然保护区斑

块分散且面积较小，选取 dPC大于 0.1的斑块作

为自然保护区生态源地。

通过 Linkage mapper使用核心生态源地数据

和阻力面数据来绘制核心区域之间的最低成本联

系，以确定研究区域内的生态廊道。

根据前人研究[27−29]，考虑到昆明市地形多变

的特征以及对研究区内陆生野生动物的保护，从

景观生态、地形坡度和距离 3个方面，选取了

7个阻力因子，包括景观生态风险、植被覆盖度、

土地利用、高程、坡度、与道路距离和与河流距

离。并根据于婧等 [30] 的研究将这些因子划分为

5个等级，赋予不同的阻力值，以便更全面地测

算阻力值，并结合昆明市的生态环境状况，以期达到

最佳的生态效果。通过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个阻

力因子的重要性。 根据德尔菲法以及各阻力因子

的重要程度，合理确定阻力因子权重[31]，生态阻

力因子分级及权重值见表 2 ，再使用 ArcGIS空间

分析方法进行多因子加权叠加，得到综合阻力面。

阻力值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MCR = fmin

i=m∑
j=n

Di j ·Ri j （1）

式中：MCR为最小累积阻力值；fmin 表示生态过

程中与 MCR的正相关关系；Dij 为源地 j到目标

源地 i的距离；Ri 表示源地 i的阻力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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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生态阻力面分级及权重表

Table 2    Ecological resistance surface grading and weight

类型 阻力因子 等级/阻力值 权重

景观生态 生态风险 低风险/1；中低风险/2；中/3；中高风险/4；高风险/5 0.20

植被覆盖度 (0.32, 1]/1；(0.24, 0.32]/2；(0.16, 24]/3；(0.08, 0.16]/4；(0, 0.08]/5 0.25

土地利用 林地、灌木地/1；草地/2；耕地/3；湿地、水体/4；建设用地/5 0.10

地形坡度 高程/m (695, 1 300]/1；(1 300, 1900]/2；(1900, 2 500]/3；(2 500, 3 100]/4；(3 100, 4 305]/5 0.10

坡度/(°) (0, 7]/1；(7, 14]/2；(14, 21]/3；(21, 28]/4；(28, 79.94]/5 0.10

距离 距道路距离 (2000, ∞]/1；(1 500, 2000]/2；(1 000, 1 500]/3；(500, 1 000]/4；(0, 500]/5 0.12

距河流距离 (4 000, ∞]/1；(3 000, 4 000]/2；(2000, 3 000]/3；(1 000, 2000]/4；(0, 1 000]/5 0.08
  

3    结果与分析
 

3.1    生态风险评价 

3.1.1    生态风险评估

由图 1和表 3可知，近 20 a昆明市生态风险

分布情况及景观生态安全总体趋势。低生态风险

区在 2000年与 2010年是风险等级中占最大面积

的区域，至 2020年可看出其区域面积逐年减少的

趋势，尤其 2010年至 2020年大幅减少。中低生

态风险区呈增加趋势，且在 2020年风险等级中所

占比重最大。中生态风险区域呈“V”型变化，

主要分布于滇池周边、牛岗山、牛角山范围及昆

明市西南角。中高生态风险区呈先降后增趋势，

滇池区域及昆明中部较集中。高生态风险区域面

积在 2000—2010年相近，在 2020年增加明显。

中低生态风险区面积在 2000—2010年小范围增

加，2010—2020年面积增加明显，可看出东川

区、寻甸回族自治县及石林彝族自治县的中低风

险区有较显著的扩大。2010—2020年，随着城市

发展的推进，低生态风险区减少较显著，中低生

态风险区增加 2 635.73 km2，中生态风险区、中

高生态风险区及高生态风险区分别增加 218.15、
67.01、85.13 km2。

 
 

a. 2000年 b. 2010年 c. 2020年

N

0 5 10 20 30 40
km

地生态风险区 中低生态风险区

图例

中生态风险区 中高生态风险区 高生态风险区

图 1    2000—2020 年昆明市景观生态安全空间格局

Fig. 1    Spatial patter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security in Kunming City from 2000 to 2020
 

综上，从空间维度分析，昆明市景观生态风

险格局以低生态风险区和中低生态风险区占比较

大，但中低生态风险区及高生态风险区增长较明

显；结合时间维度来看，2000—2010年在退耕还

林、退田还湖的政策影响下，整体生态环境产生

了积极影响，大量的荒山荒地得到了治理和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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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提高植被覆盖率，以及增加生态系统的稳定

性，但 2010—2020年城市扩张与建设导致景观

生态安全格局不稳定，是影响景观生态安全格局

不可忽视的原因。
 
 

表 3    昆明市景观生态安全区统计表

Table 3    Statistics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security area in Kunming City

生态风险等级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面积/km2 占比/% 面积/km2 占比/% 面积/km2 占比/%
低生态风险区 15 441.98 59.70 14 840.46 57.38 6 991.05 33.26

中低生态风险区 8 506.51 32.89 9 200.22 35.57 11 835.95 56.30
中生态风险区 1 150.56 4.45 1 078.78 4.17 1 296.93 6.17

中高生态风险区 560.62 2.17 552.54 2.14 619.55 2.95
高生态风险区 206.50 0.80 193.52 0.75 278.65 1.33

  

3.1.2    生态风险空间关联

由图 2可知，昆明市景观生态安全指数的莫

兰 指 数 分 别 为 0.524 9、 0.590 4和 0.523 9， 在

2000年、2010年和 2020年的研究期间均大于 0，

显著性水平 P<0.05，且 Z得分>2.58，离散呈度为

集聚分布。这表明研究区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与

土地用转变呈显著正相关，具有聚集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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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0—2020 年昆明市景观生态风险 Moran's I 散点图

Fig. 2    Moran's I scatter plot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in Kunming City from 2000 to 2020
 

由图 3可知，P值呈减少趋势，尤其非常显

著区域在 20 a间减少范围较大，较显著区域与显

著区在 2000—2010年减少范围较小，在后 10 a

其区域范围明显减少。LISA显著性水平图上显著

区空间聚集，说明其空间自相关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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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2020 年昆明市景观生态风险 LISA 显著性水平

Fig. 3    LISA significant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in Kunming City from 2000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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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4可知，昆明市景观生态安全的空间聚

类图中高−高聚类区和低−低聚类区较显著。从局

部自相关来看，“高−高”聚类区与“低−低”聚

类区的面积占比在 3个时期内逐渐减少；“低−
高”聚类区、“高−低”聚类区与“不显著”聚

类区呈先增后减趋势。从空间分布来看，“高

−高”聚类区与高生态风险区、“低−低”聚类区

与低生态风险区的空间分布相似。LISA聚类结果

验证检验了昆明市的生态风险空间分布的聚类区

域，同时，气候变化、外来物种入侵及人类活动

的影响，致使生态风险的集中性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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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

高−高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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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高聚类
高−低聚类

图 4    2000—2020 年昆明市景观生态风险 LISA 聚类图

Fig. 4    LISA cluster diagram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in Kunming City from 2000 to 2020
  

3.2    生态网络构建 

3.2.1    生态源地识别

选取生态保有量较高且生境质量较高的斑块

作为生态源地，不仅可以保证斑块中物种的生存

及发展，还可以保障整个生态网络的功能及结构

联接 [32]。在通过 dPC筛选后，市域共有 23个生

态源地（表 4），总面积为 2 304.14 km2，占昆明

市总面积的 10.96%。由图 5可见，市域生态源地

主要集中在昆明市北部及西南部，东南部缺失。

市域生态源地面积偏大，与之对应的 dPC相对较

小，表明斑块内部破碎化程度较高，连通性较

差，生境质量较低。

全市共有 18个自然保护区生态源地（表 5），
总面积为 1 809.21 km2，占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

68.47%，滇池是生态源地较集中区域，生态质量

较好。

总体来说，昆明市生态源地分布不均，不同

源地间的景观连通性差异较大。研究区北部和西

南部生态质量较高，中部斑块规模较小，景观连

通度较低，西部与东南部斑块缺失，需要加强中

部、西部及东南部的生态基础建设，提升斑块完

整性。在人为因素影响下，自然保护区破碎度

大，动物的栖息地连通性较差，生态质量较低，

对此，增加市域绿地面积，提升自然保护区生态

环境，依据自然保护区内生态系统演化规律，制

定更加科学的保护措施。促进生态系统的健康发

展，实现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保护目标。
  

表 4    市域生态源地连通性重要指数

Table 4    Probability index of ecological source connectivity in
Kunming City

序号 面积/km2 dPC 序号 面积/km2 dPC

1 742.895 1 47.46 13 26.096 4 3.60

2 271.200 6 27.06 14 36.639 0 3.49

3 276.986 7 24.11 15 23.872 5 3.34

4 137.652 3 8.09 16 50.673 6 3.17

5 35.785 8 6.08 17 53.811 0 3.12

6 36.056 7 5.82 18 124.523 1 2.09

7 88.595 1 5.42 19 48.028 5 2.05

8 40.310 1 5.05 20 25.148 7 1.73

9 29.725 2 4.96 21 38.667 6 1.57

10 27.556 2 4.65 22 32.551 2 1.33

11 103.998 6 4.41 23 26.547 3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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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6.816 4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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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区县界线 昆明市区县界线

图 5    生态源地分布图

Fig. 5    Distribution of the ecological sources
 

  

表 5    昆明市自然保护区生态源地连通性重要指数

Table 5    Probability index of ecological source connectivity in
nature reserves of Kunming City

序号 面积/km2 dPC 序号 面积/km2 dPC

1 1 216.35 95.12 10 0.22 0.23

2 157.55 18.27 11 0.12 0.22

3 112.69 11.20 12 0.05 0.22

4 66.54 6.43 13 71.23 0.21

5 165.69 1.16 14 3.63 0.17

6 6.90 0.64 15 1.00 0.15

7 4.18 0.52 16 0.00 0.13

8 2.20 0.25 17 0.36 0.11

9 0.19 0.23 18 0.32 0.11

  
3.2.2    阻力面构建

各阻力因子空间分布见图 6a～g，运用 Arc-
GIS将阻力因子加权叠加分析，阻力分值为 0.530 7～
17.703 8，结果如图 6h所示，昆明市南部、东南

部阻力值较低，中部低阻力值呈狭长性分散状；

北部阻力值较高且较集中，从东南部往东北部分

析，阻力值呈“低—高—低—高”分布，从植被

覆盖、高程、坡度、距河流距离等阻力因素的连

续面状方向基本相符。 

3.2.3    生态廊道分析

通过 MCR模型构建 52条一般生态廊道、

33条自然保护区生态廊道（图 7），这些廊道是

生态源地之间的主要物种迁移廊道。在研究区

内，一般生态廊道分布在研究区的西南、中部和

北部地区，这些地区植被面积大，尤其是昆明市

的北部，那里良好的地理条件为植物提供了充足

的阳光和水，适合物种生存。自然保护区廊道集

中于滇池区域，呈南北连接状，促进昆明的自然

保护区的生态流通。从图中可以看出，研究区域

的东南部地区没有生态源地及廊道，这是因为研

究区东南部地区的植被连通性低和城市区域阻隔

植被分布，如宜良县与石林彝族自治县建成区呈

东北—西南走向，阻断植被连通性导致廊道缺

失。将两类廊道以“千层饼”模式叠加可知，重

叠廊道有两类廊道各一条，交叉廊道集中于昆明

市中部，为市域与自然保护区间生态源地物种交

流提供明确的建设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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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生态风险阻力值等级分布图；b. 植被覆盖阻力值等级分布图；c. 土地利用阻力值等级分布图；d. 高程阻力值等级分布图；

e. 坡度阻力值等级分布图；f. 距道路距离阻力值等级分布图；g. 距河流距离阻力值等级分布图；h. 阻力面空间分布图。

图 6    阻力因子空间分布图

Fig.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ra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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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生态源地

图 7    生态廊道分布图
Fig. 7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corridor 

3.3    景观格局优化

市域生态廊道呈西北—东南走向、东北—西
南走向，且廊道与廊道之间空间差异较大；自然
保护区廊道中，距离较长的廊道呈南北走向，距
离较短的廊道呈东南走向。两类廊道有重叠交叉
现象，重叠廊道说明其生态条件优异，有较好的
生态功能，交叉廊道说明生态聚集性较好，应增
加绿地建设，加强野生动迁徙和栖息地的连接。
根据阻力面及生态廊道分析的结果，将景观格局
划分为生态廊道建设区、生态廊道管控区、生态
廊道修复区及生态廊道保育区（图 8），其中生
态廊道建设区主要分布在昆明市东南部，且无生
态源地分布，生态廊道建设区的需求最为迫切，
它对维持昆明市的生态系统结构连通性以及功能
连通性都具有重要意义。生态廊道管理区呈东
北—西南走向，含有 4个生态源地，分布于昆明
市中部，对市域生态格局起到连接作用，因此该
地应加强对生态环境的重点管控，加强连接生态
廊道分布区和新建区的管控，增加植被覆盖度，
提升生态连通性。生态廊道修复区土地类型丰
富，含林地、水体及大量湿地，含有 8个生态源
地，生态源地较多，廊道交互性强，但生态阻力
较高，阻碍了陆域动物至滇池的迁徙通道，应加
强推进滇池周边湿地生态重建和水生植被恢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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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生态修复工程。生态廊道保育区位于昆明
市北部，含有 2块生态源地，且生态源地面积较
大，林地较集中，是市域内高程最高地区，植被
覆盖度较好，生境质量高，因此该区应控制人为
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减少与生态保护无关的
开发活动，避免对生物生存环境造成影响[33]。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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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

生态阻力面
高: 17.703 8

低: 0.530 7

图例
自然保护区生态廊道 自然保护区生态源地

一般生态源地一般生态廊道
昆明区县

图 8    昆明市生态安全格局
Fig. 8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of Kunming City

 

昆明市高程差异大，地形丰富，河流及山谷
可提供物种迁移的廊道作用[34]，同时考虑到环境
保护和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本研究提出山地城
市生态廊道调整方案：生态廊道建设区增设路上
式生态廊道及生态隧道，宜良县及石林彝族自治
县建成区增加道路绿地与街头绿地，提高生态连
通性；生态廊道管控区增加自然景观保护区；生
态廊道修复区增设湿地教育基地，加强对环境保
护的宣传；生态廊道保育区实施封山育林，建设
自然保护区，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 

4    结论与讨论
 

4.1    讨论

2000—2020年昆明市生态风险水平总体呈上

升趋势。但每个风险水平的空间分布都有较大差

异，生态风险在北部低、南部和中部高。生态风

险的空间分布与区域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密

切相关 [35]。与 2000年相比，2010年高风险和中

高风险区减少，这些变化是由于自 2000年以来，

这些地区在实施退耕还林建设、植树造林和水环

境管理等生态举措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2010年

昆明市中高生态风险区、高生态风险区的面积到

2020年明显增加，可能是经济发展导致建设用地

持续增加，并伴有高生态风险。本研究的生态风

险空间分布与刘可暄等[36] 在密云水库流域建立的

生态风险空间分布有差异，其主要原因是昆明市

为海拔较高的山地城市，因此在空间分布上呈现

“中间高四周低”的分布规律。

本研究通过连通性重要指数提取生态源地，

与 Li等 [24] 将“重要性−敏感度−连通性”同时考

虑识别生态源地相比，对生态源地质量方面的研

究不够深入。自然保护区植被覆盖较好，生境质

量好，物种较多，因此，在后续研究中，选择生

态源地应加上生物多样性、物种流向路径等生境

质量因素，从而更全面的为陆生野生动物选择适

宜生存的生态源地。

在生态网络建设方面，其他研究发现，影响

区域综合抵抗的主要有自然因素、人类活动和地

形因素。本研究的结果与其他学者的结果进行比

较，哈力木拉提·阿布来提等 [37] 的研究表明，乌

鲁木齐市的生态网络在沙漠、荒地以及丘陵山区

分布集中，与本研究山地纵横分布，东南部廊道

缺失相似，说明地形因素对生态网络的构建有较

大影响。

未来在生态保护方面，应加强生态环境监测

和数据采集，及时了解生态系统的变化和问题；

推动生态修复和保护项目，重点保护受威胁的物

种和生态系统；制定并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规和

政策。 

4.2    结论

2020年昆明市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差异明显，

生态风险高值分布于中部、西部及滇池南部，高

风险区总面积为 278.65 km2，低、中低、中、中高、

高生态风险占比分别为 33.26%、56.30%、6.17%、

2.95%、1.33%，中低风险区占比最高，高生态风

险占比最低，高风险区分布于寻甸回族彝族自治

州东部、安宁县东部、呈贡区南部，该区域耕地

较多，建设用地、耕地、林地交错分布，受人为

影响后景观损失度较高。高风险逐渐侵蚀中风险

及中低风险区，应逐步改善城市环境，控制耕地

扩张及湖水缩减，提升生态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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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范围内一般生态源地共 23个，主要分

布在市域北部、西南部，总面积 2 304.14 km2，占

市域的 10.96%；一般生态廊道 52条。全市自然

保护区生态源地共 18个，总面积 1 809.21 km2，

占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 68.47%，自然保护区生态

廊道 33条。生态源地与廊道呈局部集中，整体分

散，分布不均的空间分布格局。

依据空间安全格局，具体提出生态廊道建设

区、生态廊道管控区、生态廊道修复区及生态廊

道保育区等功能等规划分区，并对每个区域提出

修复策略，可为保护昆明市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

生动物提供参考，为昆明市生态发展空间提供科

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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